
财政规则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

———以环境治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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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改革财政规则以提升国家治理能

力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环境治理是当下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中的重要内容。“环境

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忽略了政府在改善环境质量上的作用，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则

忽略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从地方政府追求可支配财政收入最大化角度出发，提出

财政规则与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之间的假说，并利用地级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

可以发现，财政规则可以影响财政收支结构，进而解释不同地区的异质性环境治理

激励。据此，财政规则改革可以促进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中央通过改变财政规则可

以促使地方政府自主承担环境治理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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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重要论断。

这既指出了需要用财政来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以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
必要性，也指明了财税工具有实现促增长、治污染、促公平等治理目标的可行性。除去
财政收支的总量问题，财政收支结构以及央地财政关系等财政规则，在国家治理中同样
举足轻重。我国政府治理的重心正在从以往促进经济增长为主，转向包括改善收入分配
和生态环境治理等一系列更为全面、也更为艰巨的任务。如何优化财政规则为地方政府
提供新的政策工具，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 “重要支柱”作用是当下的紧迫任务。

财政一直为我国改革发展提供基础性激励机制。① 财政规则调整意味着激励机
制的变动，引发政府协调、财政压力和地区竞争激励等变动，从而影响经济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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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① 但很少有研究涉及财政规则之下地方政府采取不同行动的现象。深入探究

相同财政规则下地方政府治理行为差异性的来源，有助于识别财政规则引导地方政

府行为的关键机制。近期的研究开始关注中央政府顶层设计如何通过央地财政博弈

来干预地方政府行为，最终实现改革目标。② 本文一般性地探讨了在追求可支配财

政收入的目标下，地方政府治理行为如何受财政收支结构的影响，并为优化财政规

则设计引导地方政府行为提供指导。鉴于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我国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也是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领域，

本文以环境污染治理作为研究对象。

现阶段我国环境治理的本质，是经济发展收益和污染治理成本之间的权衡。现

有文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发展阶段论。按照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ＥＫＣ）假

说，环境污染与人均ＧＤＰ呈倒Ｕ型关系。我国加速调整产业结构让拐点提前到来

是环境治理的正确举措。③ 但政府的积极作为在发展阶段论中不应被忽略。二是激

励冲突论。首先，污染治理长期被认为是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和地方政府进行

晋升锦标赛的动机不兼容，因而地方政府没有治理污染的激励。④ 其次，由于税率、

税基和税收分成规则由中央制定，地方政府利用财税工具治理污染的能力受限。⑤

中央为使地方政府切实履行环境治理职责，使用 “自上而下”式的行政命令就自然

成为选择。然而，由于广泛的信息不对称和普遍的环境需求异质性，基于量化管理

的政策面临效率较低的问题。加之，“运动式”环境政策一旦与民生、经济等其他重

要领域的利益相冲突时，会出现政策反复的现象。这些政府治理问题的存在，使得

当前依赖 “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 “一刀切”式的环境管制策略成效不彰。⑥

由是观之，污染治理需要新的政策工具以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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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的方向是落实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现有文献探讨了财政与环
境污染的关系，但存在一定的不足。现有研究关注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①

但没有深入剖析财政规则对地方政府的影响渠道，难以解释为什么在相同的财政规
则下存在污染的地区差异性。现有文献研究了具体财税政策，如生态保护区转移支

付对环境污染的影响，② 但是对更广义的财政规则与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缺乏完整
的分析框架。现有文献要么研究了财政收支结构对地方公共支出效率的影响，③ 要

么在国家层面讨论财政预算收支构成对政府控制污染行为的影响，④ 反而对承担污
染治理主要责任的地方政府的污染治理研究不够。

本文在如下三方面加以拓展。一是本文研究了生产性税收和财产性税收对地方政府
污染治理的影响，在理论和实证上揭示了地方财政收支结构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更

为充分地解释了地区间污染治理异质性现象。二是本文提出 “财政规则—财政收支结
构—地方政府行为”的分析逻辑，将环境质量放入地方政府最优化决策中，对我国财政

规则与污染治理的关系有更强的解释力。三是本文探究地方政府如何改变环境治理行为
以在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进行权衡取舍，证明了财政规则可以影响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

行为，为建立与地方政府自主承担环保责任相适应的央地财政关系提供了新视角。

一、环境污染治理的理论指导与实践经验

（一）经济长期转型与短期节能减排矛盾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一支实证研究文献表明污染和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

关系，称为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ＥＫＣ）。⑤ ＥＫＣ增进了对污染水平长期走势的理
解，也表明改善经济结构、提升技术水平有利于污染治理。这些中长期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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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也为我国采用。然而，中国作为全球主要能源消费国之一，要实现节能减排目

标需要在短时期内实现 “碳达峰”，政府必须积极作为。① ＥＫＣ框架忽略了污染水

平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公共政策作用的结果。Ｄａｓｇｕｐｔａ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没

有强有力的环境监管，即使富裕国家也难以控制环境污染水平，② 而环境监管执行

有力的贫穷国家反而能取得很好的环境质量。

（二）现行 “自上而下”式环境污染治理的困境

面临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巨大压力，我国很早就开始强化政府在治理环境污染

中的责任。１９９６年出台 《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２０１４年 《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确立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相继出台 《蓝天

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等一系列行动计划。２０１４年

颁布 《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２０１５年通过 《环境保护督察方案 （试行）》，２０１９
年印发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确立５年一轮的常态性环保督察制度。

制度调整、战略制定和体制机制设计对企业和居民的排污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生态环境质量明显好转。例如，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间生态环境部约谈城市共５５次。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数据，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４６１７７．８
亿元。从环境质量看，相比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７年全国３３８个地级及以上城市ＰＭ１０浓

度下降２２．７％，全国地表水好于三类水质的占比上升６．３个百分点，劣五类水质占

比下降４．１个百分点；５年间累计造林超过５亿亩。③

然而，与人民对污染治理不断增长的要求和日益严峻的减排压力相比，污染治

理体系不完善、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我们面临两种选择：是加码执行已

有的安排，还是另辟蹊径？现有体系具有 “自上而下” “一刀切” “量化管理”和
“运动式”等特征。由于信息不对称，上级决策者不了解地方民众的 “收入—污染”

抉择，上级决策者的最优污染水平与地方民众存在差异，出台的环境政策无法反映

地方民众的偏好，也和地方政府的激励不兼容，不利于地方政府自发地选择环境污

染治理，④ 一方面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合谋，只在表面上配合督察和整改；

另一方面，容易导致地方政府采取 “一刀切”关停企业等措施，危及地方的就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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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生计。以 “量化管理”为主的政策尽管短期内容易推行，但从效率上低于价
格管理，造成减排效果相同而无谓损失更大的状况。“运动式”的环境政策赋予了地
方政府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层层加码、矫枉过正等问题，政策一
致性也难以得到保障。政策反复不利于市场形成一致、稳定的预期，对未来的污染
治理投资、技术和设备的选择都有重要的影响。总体看来，强化现有体系可能面临
越来越严重的负面后果。

（三）财政工具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运用财政工具解决包括污染在内的负外部性问题，至少可以追溯至１９２０年的
“庇古税”。① 现代经济理论和全球的实践都表明，财政工具是治理环境问题的主要
选择之一。大量研究表明环境税可有效治理污染。② 在治理污染之外，环境税可以
形成污染治理和促进经济增长共生的 “双重红利”。③ 通过税收治理污染除了影响家
庭和企业的短期选择外，还有利于形成中长期消费和生产方式的预期。但从我国实
践看，２０１８年中国环境相关税收占税收总额的比例仅为２．８７％，低于 ＯＥＣＤ国家
平均水平，人均环境相关税收更与ＯＥＣＤ平均水平差距巨大。④

可见，要解决环境问题，单靠现行的环境税收政策是不够的，亟须新思路。是
否存在一个污染治理成效好，负面冲击更小，能让民众和市场形成良好预期，能反
映地区差异且和地方政府激励相容的治理体系？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在治理市场
失灵、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中的事权较重。如果可以准确识别隐藏在地方政府的异
质性激励背后的因素，使 “治污染，促发展”取代 “用污染换发展”，成为地方政府
的占优策略，对于提升环境治理的效果和效率将具有重要意义。下一部分将通过简
述有关地方政府理性决策的相关研究，明晰地方政府财政激励的来源和表现形式，

为后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建立基础。

二、对激励作出反应的理性地方政府

当代公共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是 “仁慈政府”承担解决市场失灵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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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众的公共服务异质性则是透过 “用脚投票”、① 分权定理、② 最优职能配置理
论等来解决。③ 在假定政府会为社会福祉和居民偏好着想的前提下，国家治理能
力仅取决于经济最优策略。由于现实中的分权和治理的复杂性，竞争性和补充
性假说一直在演进。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 “利维坦”模型。④ 该模型结合公
共选择、政治经济学和信息不对称等，形成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⑤ 倾向于放弃
“仁慈政府”的假定，转向理性政府。大量研究发现，政府与民众之间存在互动
的循环往复，与同级和上级政府之间存在博弈与竞争。⑥ 如何设计财政规则来约
束地方政府的支出总额和结构，如何回应民众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是当前研究的重
要内容。

针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一支文献提出 “晋升锦标赛”理论，认为理性的地方政
府官员会最大化地区经济增长，以最大化自身政治晋升的几率。⑦ 另一支文献提出
“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假设，认为在财政分权制下，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领域
展开竞争。⑧ 部分学者认为ＧＤＰ最大化本身并不能完全代表地方官员追求政治资源
和晋升机会的动机。⑨ 可支配财政收入最大化可以作为政府部门增大自身影响力、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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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地区增长或公共服务改进、① 官员追求利益等活动的实现手段，② 以可支配财
政收入最大化作为目标的财政激励假说可与更多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相兼容。乔宝云
等人的研究表明，财政激励比晋升激励更能实现中央政府目标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从财政激励视角研究地方政府行为，可得到更有效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政策启示。③

显然，现有研究对地方政府努力的目标有不同的结论，但都一致认为地方政府是
“理性”的，会依据约束条件调整行为。研究还表明财政规则是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
重要机制。④ 在央地分权的背景下，中央政府一方面为地方政府提供了追逐可支配
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制度空间，另一方面通过财政规则调控央地关系。改变财政规则
是中央改变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重要抓手。⑤

综上，中国地方政府是具有自身目标并会对激励作出反应的理性政府，而可支
配财政收入最大化是其重要目标。上级政府设定的财政规则，包括财政规模和财政
分权程度，都会影响地方政府行为，改变财政规则会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我们认
为，财政收支结构影响地方政府最大化可支配财政收入目标，其差异是影响当前不
同地区治理力度差异的重要因素。

三、一个分析性框架

本节建立财政收支结构与政府控制污染程度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在收入方面，

模型假设政府只能征收生产性税和财产税，税率由中央财税规则给定。在支出方面，

预算规则规定政府具有提供服务的义务。模型假定政府是理性的。特别地，本文仅
考虑政府关于环境管制的决策。假设制造业部门的污染程度与产出正相关，其他经
济活动不造成污染；污染对经济主体造成负面影响。

（一）市场部门

考虑一个包含Ｎ个异质性企业的制造业垄断竞争市场，每个企业生产一种商
品，且商品之间可以相互替代 （替代弹性为σ）。每个企业具有特定的生产技术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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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庄子银、邹薇： 《公共支出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分析》， 《管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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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服从一个外生给定的生产技术概率密度函数ｇ （Ａ），其对应的概率分布函数为

Ｇ （Ａ）。假设短期内没有技术进步，但政府的环境管制行为却会对企业生产造成
短期冲击。政府在进行环境管制决策时，也不会考虑企业的长期技术进步对税基
的影响。

假设企业成本函数由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构成，其中固定成本在各个企业间是
一致的，而变动成本由生产技术和企业产出决定，即ｃｉ＝Ｆ＋ｑｉ／Ａｉ。

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ＣＥＳ形式：

　　Ｕ＝ ω∈Ωｑ ω（）ρｄω［ ］
１
ρ

其中ω表示各商品，Ω表示市场上可得的商品集。基于上述设定，根据垄断竞
争企业利润最大化条件，可以得到企业赚取固定的边际利润率１／ρ＝σ／ （σ－１）。同
时企业定价满足：ｐ　Ａｉ（ ）＝１／ρＡｉ。

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企业自由进出市场，市场均衡时边际进入企业利润为零。

边际企业的产出水平是恒定的，为ｑ＊≡Ａ＊Ｆ （σ－１）。由于定价水平与生产技术负
相关，边际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是整个市场中最低的。根据Ｄ－Ｓ模型，① 设市场价
格指数为Ｐ，有

　　ｑω（）＝Ｕ ｐω（）
Ｐ

熿

燀

燄

燅

－σ

由此可得，市场总产出为

　　Ｑ＝
＋!

Ａ＊
ＡσＡ＊１－σＦσ－１（ ）μ （Ａ）ｄＡ （１）

其中μ （Ａ）是在位企业的生产技术分布，根据 Ｍｅｌｉｔｚ的研究，② 满足

　　μＡ（ ）＝
ｇ　

Ａ（ ）
Ａ（ ）

１－Ｇ　Ａ（ ） Ａ＊（ ）
，Ａ≥Ａ＊

０，Ａ＜Ａ＊
烅

烄

烆

（２）

上式的含义是，仅有技术水平高于边际企业的才能留存在市场中。短期内，假
设政府的环境管制对市场上所有企业造成了负向的技术冲击ｘ，则企业成本函数变
为ｃｉ′＝Ｆ＋ｑｉ／ （Ａｉ－ｘ）。

我们将这一冲击理解为企业的生产技术分布位置发生了平移。在市场需求性质
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所有企业的生产技术均服从更低水平的生产技术分布

Ｇ　Ａ＋ｘ（ ），因此边际企业的生产技术提升，迫使部分企业退出市场。同时，在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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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６７，ｎｏ．３，１９７７，ｐｐ．２９７－３０８．
Ｍａｒｃ　Ｊ．Ｍｅｌｉｔｚ，“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ｏｎ　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ｖｏｌ．７１，ｎｏ．６，２００３，ｐｐ．１６９５－１７２５．



企业提升价格，降低产量。两方面影响最终导致市场总产出下降。假定这一负向冲
击是管制力度ｅ的单调递增函数，由此可得到ｄＱ／ｄｅ＜０，即经济体的产出水平与政
府控制环境污染的努力程度负相关。假定环境污染 （ｄ）完全来自制造业生产活动，

由于产出水平与环境污染水平正相关，则上述结论表明ｄ′ｅ（）＜０。特别地，我们总
可以找到一种管制力度的度量使得ｄ′ｅ（）＝－１。

假定地产业部门为垄断市场，由于地产无法从区域外流入，地方政府征收财产性税
收的税基取决于地区房地产市场总价值。① 消费者通过消费住房获得效用，且住房消费
满足特征价格模型，即消费者对住房价值 （Ｄ）的评价由住房属性及居住地属性决
定。②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和Ｒｕｂｉｎｆｅｌｄ测算消费者对环境质量的支付意愿，表明环境污染越严重，

则房屋价值越低，且支付意愿随环境污染恶化而上升，因此Ｄ′ｅｄ（）＜０，Ｄ″ｅｄ（）＜０。③

（二）政府部门

地方政府有生产性税和财产税两个收入来源。④ 给定生产性税的税率为τＱ，税

基由产出水平Ｑ决定。财产税收入的税率给定为τＤ，税基为住房价值Ｄ。在支出方

面，环境污染会增加居民的患病几率，而政府负有医疗卫生支出义务，因此医疗卫
生支出 Ｈ和污染水平正相关，即 Ｈ′ｄｄ（）＞０。⑤

政府相当于一名 “经营者”，通过环境管制改变污染水平，进而影响税基的规模
和结构，以实现自身目标。在仅考虑环境管制决策的局部均衡分析下，环境管制将
改变税收收入，影响医疗支出水平，同时付出管制成本。将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表
示如下：

　　ｍａｘ
ｅ
ατＱＱ （ｘ（ｅ））＋βτＤＤ （ｄ（ｅ））－γＨ （ｄ（ｅ））－Ｇ （ｅ）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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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地方政府可能通过发展房地产、实施土地财政的方式扩大财产税税基。但这不改变消
费者对住房价值的判断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而且，如果地方政府可通过土地财政影响
财产税规模，则调整环境治理力度的动机会被削弱，本文得到的是对结果的保守估计。
感谢审稿专家对此问题的讨论。

Ａ．Ｃｏｕｒｔ，“Ｈｅｄｏｎｉｃ　Ｐｒｉｃｅ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ｉ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　Ｄｅｍａｎ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ｏｔｏｒｓ，１９３９，ｐｐ．９８－１１９．
Ｄ．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Ｌ．Ｒｕｂｉｎｆｅｌｄ，“Ｈｅｄｏｎｉｃ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Ｐｒ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Ｃｌｅａｎ　Ａｉｒ，”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ｖｏｌ．５，ｎｏ．１，

１９７８，ｐｐ．８１－１０２．
地方政府税收中还包含行为税、资源税等。由于这些税种与环境污染没有直接联系，
加入这些税种不会改变地方政府行为模式，但会使模型变得复杂。
当污染水平较高时，污染程度的微小增加可能导致居民患病的几率显著增长，即

Ｈ″ｄ ｄ（）≥ ０。 参 见 Ｊ．Ｃａｏ　ｅｔ　ａｌ．， “Ｆｉｎ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ａ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Ｐｏｌｌｕｔ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１２０，ｎｏ．３，２０１２，ｐｐ．３７３－３７８．



其中，α，β，γ为给定参数，α，β表示生产性税和财产税在地方的实际分成比
例，α，β∈ ［０，１］。在我国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保留所有财产税收入，因此

β＝１。γ定义为政府所承担的居民医疗卫生支出份额，γ∈ （０，１］。Ｇ表示政府为

控制污染水平而付出的管制成本，满足Ｇ′ｅｅ（）＞０，Ｇ″ｅｅ（）＞０。

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是：

　　ατＱＱ′ｅ＋τＤＤ′ｅ－γＨ′ｅ－Ｇ′ｅ＝０ （４）

其经济含义是，如果政府提升环境管制力度，将获得两方面收益：一是财产税

因税基价值上升而上升，二是医疗支出因污染减少而下降，但同时将因此付出两方
面代价：一是生产性税因税基规模缩减而下降，二是强化环境管制需要付出更高昂
的管制成本。政府的决策将取决于收益和成本的相对大小，即一阶条件中的外生参

数以及财政收支结构。

（三）可检验的假说

在假定地区实施统一环保标准，即ｅ给定的情况下，企业产出缩减的程度

与企业技术水平负相关。而一个地区的制造业规模越大，表明边际企业的技术
水平越低，因此，一个地区的制造业规模越大，污染管制对产出的损害相对于

当地经济规模而言就越强。对地区政府而言，制造业规模越大，政府控制环境
污染的动机就越弱。相反，如果地区内制造业规模相对较小，则地方政府更有

动机控制环境污染。

由于环境污染同时影响区域内所有住房的价值，且其影响与其他属性决定的住
房价值无关，因此房地产业规模越大，污染对住房价值的总影响就越大，政府控制

环境污染的动机也就越强。相反，如果地区内地产业规模相对较小，则地方政府控
制环境污染的动机较弱。

类似地，环境污染会同时影响区域内所有居民的健康状况，增大患病的几率。

一个地区的医疗支出水平较高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该地区有较大的就医群体；

二是该地区人们的平均健康状况和医疗卫生状况较差。两种情况下环境污染的影响

都更大。因此，医疗支出水平越高，政府控制环境污染的动机就越强，反之，则政
府控制环境污染的动机就越弱。综上述，可得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Ｉ：给定其他条件，地区污染程度是由财政收支结构决定的。具体而言，

生产性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越高，政府保护环境的激励越弱，地区污染程度越
高；财产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越高，政府保护环境的激励越强，地区污染程度

越低；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越高，其控制环境污染的努力程度越高，

地区污染程度越低。

将最优决策下的ｅ表示为一阶条件中外生参数的函数，即ｅ＝ｅ（τＱ，τＤ，α，γ）。

假定Ｑ′ｅｅ（）、Ｄ′ｅｅ（）、Ｈ′ｅｅ（）和Ｇｅ′（ｅ）关于ｅ的反函数均存在，则可以定义隐函数：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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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φ＝ατＱＱ′ｅｅ（）＋τＤＤ′ｅｅ（）－γＨ′ｅｅ（）－Ｇ′ｅ （ｅ） （５）

在给定税基规模和税率水平情况下，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成安排改变了不

同种类税收对地方政府的实际收益规模，因此，税收分成比例同样可以影响财

政激励并扭曲地方政府污染管制水平。与前人研究不同，本文更强调不同的分

成比例改变了生产性税在地方政府最大化目标中的权重，从而影响政府的行为。

由隐函数定理可得：

　　
ｅ
α
＝－

φ
α
φ
ｅ

＝－
τＱＱ′ｅｅ（）

ατＱＱ″ｅ＋τＤＤ″ｅ－γＨ″ｅ－Ｇ″ｅ＜
０ （６）

因此，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留存的生产性税越多，提升生产性税规模对于地方

政府的实际收益就越大。地方政府控制环境污染的动机因此减弱。根据以上分析，

可以得到以下假说：

假说ＩＩ：税收的中央—地方分配安排会改变地方政府控制污染的激励。生产性

税的实际地方分成比例越高，则地方政府控制污染力度越低，地区污染程度越高。

不难看出，假说ＩＩ与假说Ｉ是直接相关的。中央政府的财政规则会改变不同

税收、支出在地方可支配财政收入中的权重，从而改变地方政府行为。对于其他

外生参数如生产性税和财产税的税率，都可以应用隐函数定理得到类似的假说。

由于在当前的税收体制下，生产性税率和财产税率在不同地区是无差异的，因此

从实证角度看，无法验证税率本身对地方政府控制环境污染的激励的影响。但假

说ＩＩ为我们指明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改变法定税收分成比例、税收返还规模 （实际

税收分成比例）、税率设定等财政规则，改变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结构，并改变地

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

四、经验估计

（一）模型设定与估计策略选取

１．假说Ｉ的检验策略

以收入最大化、支出最小化为行为目标的政府，其财政收支结构将决定政府控

制环境污染的激励，从而影响环境管制力度和地区环境质量。① 尽管理论模型中环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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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环境污染具有跨区域传播的性质，环境治理事权应归属上级政府。除财政激励外，
下级地方政府还可能因应上级政府要求调整环境治理力度。但下级地方政府在实际管
制中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可能出于自身目标而策略性地调整环境治理力度，而这正
是本文希望检验的。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就此问题提出的意见。



境管制力度是政府的决策变量，但考虑到环境污染水平是直接影响住房价值与人们
健康水平的因素，政府一定程度上是以环境管制实现的环境质量作为决策变量的。

加之环境质量可直接反映经济活动的变化，在实证研究中，本文将以环境质量替代
政府控制环境污染的激励，在财政收支结构和地区环境质量之间直接建立联系。

本文以污染物排放量衡量环境质量 （Ｙ），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生产性税占财政

收入比例 （ｖｒａｔｉｏ）、财产税占财政收入比例 （ｐｒａｔｉｏ）、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
例 （ｈｒａｔｉｏ）三个变量共同描述财政收支结构，作为解释变量。特别地，不同地区的

产业结构不同会影响环境污染程度，我们控制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ＧＤＰ比重以

排除产业结构差异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将区域土地面积对数值、人口数量对数值、

人均ＧＤＰ及其平方项、一般性转移支付对数值、专项转移支付对数值、财政科学支

出作为控制变量。① 综合上述，回归方程式设计如下：

　　Ｙｉ＝β０＋β１ｖｒａｔｉｏｉ＋β２ｐｒａｔｉｏｉ＋β３ｈｒａｔｉｏｉ＋∑
Ｋ＋３

ｊ＝４
βｊＸｉｊ＋εｉ （７）

其中，ｉ表示观测样本。根据假说Ｉ，预期系数β１显著为正，β２、β３显著为负。

回归模型中没有纳入监管成本的度量变量。直觉上，监管成本上升可能 “稀释”生
产性税收、财产性税收和医疗支出在财政收支中的相对占比，造成系数估计的偏误。

但考虑到监管成本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较小 （如２００７年全国环境保护支出占财政支

出比重仅为２％），可以认为这一一般均衡效应难以改变本文发现的主要结论，节省
监管支出也难以解释地方政府放松环境管制的动机。

２．假说ＩＩ的检验策略

对于假说ＩＩ，研究关键在于识别出不同地区的税收分成比例。以财政分权程度
度量往往涉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规模，带来不必要的内生性问题。虽然在分税制

下，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成比例是全国统一的，但我国对增值税、消费税以及所得

税实施税收返还制度，且从国发 ［１９９４］４７号文件实施起，税收返还递增率与地方
的增值税、消费税增长相关，换言之税收返还的比例在地区间存在异质性，造成各

地方政府面临事实上各不相同的税收分成比例。另外，胡祖铨等人指出税收返还与

地方征税行为不相关，因此可以规避内生性问题，为识别税收分成比例的作用，验
证本文的假说提供了条件。②

本文认为税收返还比例越高，表示生产性税在地方政府的实际分成比例越

高，预期税收返还比例与生产性税占比正相关。根据假说Ｉ，预期税收返还比例
与环境污染物排放量正相关。最后，由于税收返还对污染程度的影响被财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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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控制人口密度而非分别加入人口、面积变量，不会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限于篇幅，
结果未展示，可向作者索要。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
参见胡祖铨、黄夏岚、刘怡：《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与地方征税努力———来自中国财政
实践的证据》，《经济学 （季刊）》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支结构变量所吸收，预期当控制财政收支结构变量后，税收返还比例的系数不
显著。

（二）变量设定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的地级市层面数据对上述方程式进行估计。其中，

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使用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① 生产性税包括
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财产税包括农牧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②

医疗卫生支出直接取自统计年鉴。③ 税收返还收入以消费税、增值税返还以及所得
税基数返还之和表示。环境污染物排放数据取自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财政数据取自 《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２００５—２００７），控制变量数据取
自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０８）。描述性统计如下表：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平均数 标准差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 ６５．００　 ７１１５３７．５０　 ５３８０５．００　 ６８５０４．８９　 ６８７９８．６５
工业烟尘排放量 （吨） ７０．００　 ２１３６７８．００　 ２００６１．５０　 ２７９０８．７０　 ２６５３０．５９

生产性税占总财政收入比例 （％） ０．５８　 ３６．５５　 ９．３２　 １１．０８　 ６．８３
财产税占总财政收入比例 （％） ０．００　 １７．４２　 ２．１７　 ２．７４　 ２．１２
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 （％） ０．８０　 ４７．７８　 ４．３７　 ４．６０　 １．９４
税收返还占总财政收入比例 （％） ０．５４　 ２０．８９　 ８．９８　 ９．３４　 ３．９９
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 （％） ９．００　 ８９．７２　 ４７．００　 ４７．５４　 １１．９８
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 （％） ９．８７　 ８５．３４　 ３５．５３　 ３６．１５　 ８．３６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７．０２　 １２．４４　 １１９１７．００　 ９．３４　 ０．８３
年底总人口 （万人） ２．８５　 ８．０８　 ３５５．２７　 ５．８２　 ０．６９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 ２４４５．４２　 ３２０２５４．８０　 １３１５７．６９　 ２０２２８．０４　 ２５１０５．９６
一般性转移支付 （万元） ４．４４　 １４．９３　 ４７４１１．５０　 １０．６５　 １．４５
专项转移支付 （万元） ７．９６　 １４．３１　 ８８１１７．５０　 １１．３０　 ０．７４
财政科学支出 （万元） ３４．００　 １０５７６６６．００　 １６２３．５０　 ９９５５．３８　 ５４３２１．２９

利用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主要是出于两方面动机：（１）从数据可
得性看，本文采用的农牧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的数据只在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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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由于环境污染具有跨区域传播的性质，地方政府可能在污染治理上 “搭便车”。为了尽
可能减少 “搭便车”的动机对本文估计的影响，在本文的分析中排除了对具有相对明
确的上下游关系的水污染的分析。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此的意见。
分析性框架部分仅考虑了住房价值作为财产税的税基，但考虑到土地农业所得同样与
环境污染呈负相关关系，这一简化不会改变理论分析的主要结论。

２００７年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使得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的财政收支统计口径不同。
本文的生产性和财产性税收的统计口径没有变化；原医疗卫生支出中的食品和药品监
督管理支出被归入其他类科目，其他支出仍归入新的医疗卫生类支出。



２００７年可得。这些变量均是本文所用 “财产税”指标的度量变量。对比土地出让收
入等其他与住房价值相关的变量，本文选取的财产税度量变量在税基和税收上具有
明确的数学关系，从而更直观、明确地展示在财政规则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如
何受财政收支结构的影响。（２）这一数据区间避免了２００８年以来经济下行期中地方
政府行为模式受外生冲击的影响，契合已有文献中提出的 “发展型政府”特征，①

可以更好地识别财政收支结构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激励来源的影响。

（三）估计结果

１．假说Ｉ验证结果
首先，对假说Ｉ中方程式做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回归。本文在回归方程式

中纳入东中西部虚拟变量，用来控制误差项中可能存在的地区影响因素。② 回归结
果如表２第 （１）列和第 （３）列所示。财政收支结构对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与理论
假说相符。

上述ＯＬＳ回归方法并没有考虑到医疗卫生支出比例与污染物排放之间由于逆向
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以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作为工具变量试图解
决这一问题。医疗卫生支出和教育支出在地方财政安排上可能存在竞争取舍关系，③

同时，两者同属民生性支出，可能受财政分权压力等因素而同向变动，④ 两者的具
体关系取决于两类影响的大小。第一阶段回归发现两者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满足
相关性约束。⑤ 针对排他性约束，教育支出占比可能与人们的环保意识相关。但环
保意识必须通过改变经济活动才能影响污染物排放。当控制住经济规模、产业结构
等变量后，可以认为经济活动的影响已经被控制住了，教育支出比例与误差项不再
相关，只能通过医疗卫生支出比例影响环境污染物排放。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表２第 （２）和第 （４）列所示。相比 ＯＬＳ回归结果，

２ＳＬＳ结果没有改变主要结论，且环境污染物受财政收支结构变量的影响更大，意味
着ＯＬＳ结果低估了系数。综上，假说Ｉ得到了数据支撑。

·０６·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０年第８期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ｏｈｎ　Ｂ．Ｋｎｉｇｈｔ，“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３７，ｎｏ．１０，

２０１４，ｐｐ．１３３５－１３４７．
作为稳健性检验，加入省级虚拟变量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省级特征，主要结果仍基本
保持一致。限于篇幅，结果未展示，可向作者索要。

Ｊ．Ｙｉｌｄｉｒｉｍ　ａｎｄ　Ｓ．Ｓｅｚｇｉｎ，“Ｄｅｆｅｎｓ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１９２４－９６，”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３９，ｎｏ．５，２００２，ｐｐ．５６９－５８０．
参见陈思霞、卢盛峰：《分权增加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吗？———来自中国 “省直管县”的
自然实验》，《经济学 （季刊）》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各２ＳＬＳ回归的第一阶段结果。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取。



表２　财政收支结构对污染物排放量影响的回归结果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工业烟尘排放量

（１）ＯＬＳ （２）２ＳＬＳ （３）ＯＬＳ （４）２ＳＬＳ
财政收支结构

生产性税收比例
２４３６＊＊＊ ３３１６＊＊＊ ６６２．１＊＊＊ １０２２＊＊＊

（４９２．６） （５４３．９） （２４３．９） （２８５．７）

财产税收比例
－４７１９＊＊＊ －５９１７＊＊＊ －２８９７＊＊＊ －３３８７＊＊＊

（１０７２） （１３９８） （６１３．４） （７４２．１）

医疗卫生支出比例
－３０２１ －１８８１６＊＊＊ －１８００＊＊ －８２５２＊＊＊

（２０４５） （４６６５） （８６９．１） （２３６４）

控制变量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０．７７３＊＊＊ ０．３６２　 ０．１１８ －０．０４９８
（０．２７４） （０．２５４） （０．１２７） （０．１２７）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２
－２．４９ｅ－０６＊＊＊ －１．４９ｅ－０６＊ －３．３０ｅ－０８　 ３．７６ｅ－０７
（８．７５ｅ－０７） （８．７９ｅ－０７） （４．５２ｅ－０７） （４．４３ｅ－０７）

年底总人口 （对数）
２６６２１＊＊＊ ２２１５６＊＊＊ １０３９５＊＊＊ ８５７１＊＊＊

（３８１７） （４５７７） （１８９８） （２２６５）

土地面积 （对数）
５４７６＊＊ ２９９９　 ４７３５＊＊＊ ３７２４＊＊

（２６５８） （２８４４） （１５５３） （１５５３）

第二产业占比
１５６９＊＊＊ １４３８＊＊＊ ８１１．８＊＊＊ ７５８．２＊＊＊

（２９７．４） （３０９．１） （１５０．５） （１５０．０）

第三产业占比
１２８６＊＊＊ １２３４＊＊＊ ８７６．２＊＊＊ ８５５．２＊＊＊

（３４０．７） （３４５．２） （１８３．０） （１８１．０）

一般性转移支付
－５６０．８　 ５７２９＊＊ －１７９８＊ ７７１．０
（２００１） （２７７７） （９８１．７） （１３３８）

专项转移支付
４０９５　 ５８２４　 ４５４１＊＊＊ ５２４７＊＊＊

（４１２２） （４０７３） （１７３１） （１７８１）

科学技术支出
－０．０９１３ －０．０９６４ －０．１３４＊＊ －０．１３６＊＊

（０．１３０） （０．１２０） （０．０６３６） （０．０６０１）

截距项
－３２７７８１＊＊＊ －２８４９５７＊＊＊ －１７８４８５＊＊＊ －１６０９９３＊＊＊

（４２８４３） （４９７０４） （２３７２７） （２５１３２）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８０４　 ８０４　 ８０４　 ８０４
Ｒ２　 ０．３４９　 ０．０６３　 ０．２６８　 ０．０６４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２．假说ＩＩ验证结果
假说ＩＩ的验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将污染排放量对税收返还比例作回归，结果

表明税收返还比例上升与污染物排放量正相关。第二步是验证实际税收分成对于收
支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返还比例上升与生产性税收比例正相关，即实际税收
分成确实改变了地方财政收入结构。第三步是验证在控制财政收支结构的情况下，

实际税收分成比例本身对污染程度并没有影响。表３的结果显示，财政收支结构的
影响与表２中大致相符，同时，税收返还比例的系数不再显著为正。综上，假说ＩＩ
得到了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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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税收返还对财政收支结构及污染程度影响的回归结果

（１）ＯＬＳ （２）ＯＬＳ （３）ＯＬＳ （４）２ＳＬＳ （５）２ＳＬＳ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 工业烟尘排放 生产性税收比例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 工业烟尘排放

财政收支结构

生产性税收比例
３３３６＊＊＊ １１３６＊＊＊

（５９６．０） （２９６．２）

财产税收比例
－６８１１＊＊＊ －１１５５
（２５８６） （９７１．５）

医疗卫生
支出比例

－１５３３６＊ －４２７７
（８０５１） （３２７２）

税收返还比例
２２７７＊＊＊ ８３４．８＊＊＊ ０．２３６＊＊＊ －４１９．２ －７．４５５
（４２８．８） （１９２．６） （０．０４４０） （１１０８） （４４０．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省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８４８　 ８４９　 ８５０　 ８３４　 ８３５
Ｒ２　 ０．６４５　 ０．４６３　 ０．８１０　 ０．２６８　 ０．３８７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四）稳健性分析

１．替代性生产性税和财产税度量
理论模型部分假定生产性税来源于企业的产出。考虑到企业产出同样会反映在

企业营业额上，因此将营业税纳入生产性税的范畴，计算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
得税之和在地方政府总财政收入中的比例。① 农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都是针对农业
收入的税种，反映土地在农业用途上所得的课税，与理论模型中强调的住房价值、

房地产市场的关联度较弱。因此，考虑将财产税度量指标限定在耕地占用税和契税。

采用上述两种度量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是一致的。②

２．使用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数据
在２００５年以前，《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中以 “农业五税”表示农牧业税、农

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和屠宰税。考虑到屠宰税的规模很小，可以认为 “农
业五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文所界定的财产税。在这种情况下，数据可以拓展
至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利用五年数据进行回归作为稳健性检验，财政收支结构变量的系
数方向和显著性均保持不变。③

３．考虑农业税改革的影响
在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０７年间我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Ｃｈｅｎ的研究表明这可能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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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基准回归中没有纳入营业税的主要考虑是营业税主要来自于服务业，而服务业与环
境污染和环境规制的关系较弱。在此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
限于篇幅，回归结果未展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限于篇幅，回归结果未展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税收结构。① 如果改革对不同地区造成了异质性政策冲击，则会影响本文的结果。借
鉴Ｃｈｅｎ的做法，将地级市受农业税改革影响的程度与政策实施年份 （２００５）虚拟变
量进行交互，考察农业税改革对税收结构和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我们发现，农业税
改革不会扭曲本文估计的结果。另外，农业税改革对环境污染水平没有显著影响。②

结论与政策建议

兼顾生态环境的高质量发展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要求地方政府在
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更好地履职尽责。本文以地方政府追求可支配财政收入最大化为
基本假设，分析了政府如何选择环境污染管制行为以实现最大化目标，提出并发现
地区财政收支结构是影响地区污染管制力度以及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本文解决了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没有考虑政府主动作为的理论缺陷，也扩展了我国自上而下
式污染防治策略的政府行为选择空间。本文认为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财政
规则改革以激励地方政府自觉承担污染防治的职责是必要且可行的。

第一，中央应改变现行税率结构以改变地方官员的财政激励。通过开征房产税
等方式增大财产性税在地方财政收支结构中的比重；将增值税率与商品的污染性挂
钩，从税制角度提升污染企业成本，使地方政府在扩税基和污染防治中寻找平衡。

第二，中央应改革财政央地关系，理顺财权和事权在各级政府的分配安排。应
尽可能降低生产性税在地方政府的留存比例。这样可以扭转地方政府过分追求生产
性税的激励，避免地区之间在环境标准方面的 “逐底竞争”，降低环境污染程度。

第三，中央应该进一步强化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提升地方政府在医疗服务支出中
承担的比例。额外医疗所产生的健康收益不仅可能弥补道德风险带来的支出成本，③

还可以促使地方政府承担污染防治责任，产生更大的健康收益和环境生态收益。

本文的研究聚焦于新时代污染防治攻坚战，同时也揭示了财政规则对于地方政
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作用。但本文的研究还不尽完美，

如，样本期限较短，选用环境质量指标为因变量无法直接反映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激
励等。更细致的数据以及外生的财政规则改革将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条件。

〔责任编辑：梁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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